
1

陈云与城市解放后经济新秩序的构建

赵入坤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构建城市解放后经济新秩序是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基本内容是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金融秩序，稳定社会经济运行环境；协调企业内部矛盾，构建新型

劳动管理关系；调整公私关系，整理工商税收，建立规范、统一的经济发展环境。陈云是实施城市经

济新秩序构建的主要组织者，其主持实施的城市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不仅结束了城市解放之初经济秩序

混乱的局面，也奠定了社会主义新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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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如何学好“四史”、做好“四史”研究指明了方向。

　　“四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进行探索、奋斗的历史，是我们弥足珍贵的政治财富

和精神瑰宝。在中华民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后，本刊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合作，从 2023 年第 4 期起，开设“四史”研究专栏。专栏将立足于丰

富的史料、生动的事例、详实的数据，围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什么行”，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对“四史”相关理论和实

践问题进行深入、系统、持续的探讨研究，以期通过专栏专题的形式，努力推动和深化“四史”研究。

　　本期专栏刊发的两篇文章，立足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或从城市经济体系建设角度（赵入坤《陈云与

城市解放后经济新秩序的构建》），或从思想、实践维度（马一鸣《陈云农业经济思想及其对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建设的启示》），全面论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陈云同志在“三农”领域和城市

经济建设领域的突出贡献，其意在通过对陈云同志的集中研究，深化和拓展“四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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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解放前夕，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

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全党必须用极

大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城市工作的

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把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消费城市转变成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型

城市 [1]1427。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陈云参与了新

民主主义生产型城市的创建，在实施构建新民主

主义城市经济秩序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研

究城市解放之初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的创建，对

正确认识新中国城市治理体系的构建，改善当代

城市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启了近代以来中国社

会发展的新转型。城市解放后经济新秩序的构建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社会经济秩序彻底崩溃的背

景下启动的。1949 年全国解放前，中国工业总产

值比历史最高年份减少了约 50%，其中，重工业

减少了 70%，轻工业减少了 30%，煤炭产量减少

了 48%，钢铁产量减少了 80% 以上，粮食产量减

少了 25%，棉花产量减少了 48%。城市社会经济

崩溃的直接表现是恶性通货膨胀和市场物价的疯

狂上涨。据统计，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的通

货增发了 1400 多亿倍，物价因此上涨了 85 000 多

亿倍 [2]223。新中国成立之时，由于大规模的战争尚

未结束，国民经济又无法及时恢复，新生人民政

权面临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很大部分的经费不

得不靠发行货币来解决。人民币的发行额 1949 年

11 月比 1948 年增加了约 100 倍，到 1950 年 2 月

则增加了 270 倍 [3]311。通货膨胀没有缓解，物价上

涨也不可能制止。从 1949 年 4 月到 1950 年 2 月，

全国接连 4 次出现物价大涨风，进一步加剧了国

家的经济困难。因此，城市解放后经济新秩序的

构建必须首先从遏止通货膨胀、制止物价疯涨、

稳定社会经济生活环境入手。

遏止通货膨胀，制止物价疯涨，实质上是构建

稳定正常的金融秩序，其核心内容是确立人民币

的经济及社会信用。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是城市

里靠薪资为生的人。为维护工薪者和城市贫民的

利益，减少通货膨胀的危害，人民政府在城市解

放后实行实物工资制，举办折实储蓄。实物工资

并不是以实物代替货币支付劳动报酬，城市解放

之初实物工资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工资分。工资分

是以居民生活几种必需品的一定数量构成实际工

资的基础标准，依据物价变动情况支付相应数量

的货币。这一制度最早在东北解放区实施。工资

分的实施规避了通货膨胀对实际工资的影响，也

加强了人民币币值基础，提高了人民币的经济及

Chen Yu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Economic Order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Cities

ZHAO Rukun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nsolidating the people’s democratic regime and building a new democratic 
society, constructing a new economic order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cities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spects: establishing 
a financial order with RMB as the core and stabiliz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coordinating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enterprises and building a new type of labor management relationship, 
and establishing a standardized and unified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by adjusting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nd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axes. Chen Yun is the main organizer of implementing the new urban 
economic order, which has not only ended the chaotic economic order at the beginning of urban liberation, but 
also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a new socialis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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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用。折实储蓄由人民银行在 1949 年 6 月开

办。这种储蓄同样以居民日常必需生活资料的一

定数量构成计算单位。储户以人民币折算成为折

实单位存入银行，取款时即按当日折实单位牌价

取出人民币，不会因物价上涨而受损失 [4]411。折实

储蓄同样有助于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有利于提高

人民币的社会信用，在遏制通货膨胀上发挥了积

极作用。

通货膨胀一般是社会货币流通的数量超过了

社会交换的需要，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控

制通货膨胀必须控制社会货币流通的数量，使其

大体符合社会交换的需要。工资分和折实储蓄的

实施能够保障工薪阶级和其他社会成员不因货币

贬值而实际利益受损，但是影响不了社会货币流

通数量，也就遏制不了通货膨胀。社会货币流通

需要的数量是不固定的。一定时段社会流通需要

的货币数量可能很多，其他时段的货币流通需求

又可能很少。解放前，中国公私企业有发放年终

双薪或奖金的习惯，各企业发放的奖金数量不等，

但总体数量庞大，而且发放时间集中。1949 年末，

正是十月物价涨风制止后不久，如果正常发放年

终奖金，必然对刚刚稳定的物价产生巨大冲击，

形成新的通货膨胀。因此，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

会在 1949 年 12 月 11 日就处理公营企业年终奖金

问题发出通告，规定公营企业原来不发年终奖金

的，照旧不发；原奖金不超过半个月工资的，按

规定数发放；超过半个月工资的，半个月工资的

奖金按规定数发放，超过部分折半发放，但最高

不得超过两个月工资，并可分期发放 [5]584。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决定得到各地职工

的拥护，避免了新的通货膨胀。但是稳定正常的

金融秩序并不能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

城市的解放而自然出现。人民币信用的确立是在

开展与敌性货币的斗争和经济投机势力的数次较

量之后，才得以实现的。长江以北城市解放后，

以人民币为核心的金融新秩序是依靠政权力量、

通过行政命令确立的。一般的做法是解放城市的

军管会发布行政命令，规定人民币是唯一合法货

币，并宣布国民党政府所发行的货币为非法货币，

定期禁止流通。在过渡期内，一方面，为照顾普

通市民的利益，按照一定的比价以人民币收兑国

民党所发行的货币；另一方面，鼓励商人把法币、

金圆券等国民党发行的敌币封包出口，推往国民

党统治区，换回解放区所需物资 [6]。东北解放区较

早提出了新收复地区敌币处理问题。1948 年 9 月，

陈云、李富春联名建议，敌占区收复后，应立即

出布告，禁止敌币流通；同时政府应组织人们使

用敌币向敌区购买物资。为保证本币占领市场，

政府税收及公营事业绝对不收敌币。在禁用敌币

初期，政府对暗中使用者不必认真干涉，但须多

方宣传贬低其价值，促使其迅速流向敌区 [7]384。中

共中央认为，采取有步骤的排挤、收兑、禁用等

方式，于政府于人民利益较大，最好是限期排挤

并贬价收兑金圆券；如果立即禁用敌币，亦不宣

布比价，将于政府与人民不利。中共中央总体上

赞同陈云、李富春提出的本币迅速占领新收复区

市场的意见 [7]383。关内天津解放的次日，天津军管

会发布金字第一、二号布告，宣布“中国人民银

行所发行之钞票，是全国解放区统一流通之本位

币”，“对于蒋伪政府所发行之一切货币（包括

金圆券、东北流通券、台币等），自即日起，一

律为非法货币”，“自布告之日起金圆券暂准流通”，

但于 2 月 4 日以后将停止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天

津分行设立了 276 个兑换机构，调集 3000 多名工

作人员，历时 19 天，完成了兑换工作。这期间，

兑换比价屡有调整。为照顾城市贫民，规定按 1∶3
的优惠比价收兑 [8]。总的来讲，除了货币兑换时

出现一些投机行为外，人民币比较迅速地在新解

放城市确立了经济与社会信用，金融新秩序的建

立较为顺利。

但是，人民币金融秩序在长江以南城市中的实

现并不顺利，经历了数次严重的较量。由于国民

党政府发行的货币早已信用崩溃，人民币在长江

以南城市推行的主要对手是黄金、银元等硬通货

和外币。以上海为例，南京路四大私营百货公司

均用银元标价。银元价格在上海解放之初平均每

天上涨 15%。上海解放 10 天后的银元价格是解放

初价格的 5 倍以上，由此导致物价直线上涨。军

管会虽明令禁止黄金、银元和外币的使用，但是

人民币依然难以流通。上海的大街小巷充斥着形

形色色的银元贩子。为平抑银元价格，从而控制

社会物价上涨，人民政府曾运用经济方法，在市

场上抛售了 10 万银元，但是投机势力在极短的时

间内吞噬一空。由此，价格上涨更加迅猛。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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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陈云明确指出，在金融上我们所遇到的

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沪

汉两地银元占领市场，人民币不易挤进去。因此，

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同意华东财委提出的动用行政力

量打击金融投机势力、帮助人民币占领阵地的 6 项

办法 [9]。1949 年 6 月 10 日，上海查封了银元投机

主要场所证券大楼，当场逮捕犯有严重罪行的投机

商 238 人，切断了黄金、银元与物价的直接联系。

城市解放越晚，确立人民币金融秩序的斗争就

越尖锐。上海等江南城市建立人民币金融秩序的

措施为华南等地后解放城市所效法。广州解放后，

金融行市依然操纵在十三行手中，人民币行不通。

十三行及投机势力私设地下钱庄，秘密印发金融

行情单，全市商人不依中国人民银行牌价而依行

情单牌价进行贸易。行情单上称人民币是杂币，

故意压低人民币比值。人民币兑港元最初牌价是

500∶1，很快就贬值到 4300∶1。因而，物价飞涨，

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严重冲击。广州警备、公安部

队在 6000 工人、学生和妇女的配合下，于 1949
年 12 月 5 日统一行动，共抓捕金融投机犯罪分子

1000 余人。扫荡行动后半小时人民币即开始上涨，

第二天黑市与牌价突齐，全市称赞 [10]54。

投机势力并没有从政府对金融投机的打击中

吸取教训。他们把投机资金转向商品市场，瞄准

了粮食、棉纱和煤炭等生活必需品，上海从 6 月

21 日起的一个月内掀起了以“两白一黑”为主的

7 月涨风。为平抑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上涨，人民政

府也试图通过抛售“两白一黑”以控制物价的过

快上涨，但是都没有成功。市场物价在政府物资

抛售中断后上涨幅度更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

委托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

东北、西北五个地区的财政、金融和贸易部门领

导干部参加的财经会议，研究了财政经济困难的

具体情况，制定了稳定经济金融秩序的相应措施。

会后，在陈云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

济委员会（中财委）统一指挥下，一方面收紧市

场银根，协调财经活动步骤，另一方面从各方调

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看准物价上涨的顶点时

机，于1949年11月25日在全国各大城市同时行动，

大量抛售物资，纱、布、粮、煤等主要物资的国

营牌价不断下调，彻底制止了物价的疯狂上涨，

非常成功地打败了投机资本势力。

陈云在领导平抑物价斗争时曾明确表示，对于

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予其适当教训。他

要求各地在目前抢购风盛时，应乘机将冷货呆货

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在收缩银根、

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应乘机买进 [3]31。

因此，申新厂主荣毅仁事后表示，中共此次不用

政治力量，而能稳住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

训 [3]52。社会物价稳定后，人民币金融秩序随之稳

定，人民币的信用也在人民群众中建立起来了，

中国人民银行的存款总额 1950 年 9 月比 1949 年

12 月陡增了 16 倍以上 [2]208。

二

近代工业是城市经济的主体，工业企业则是近

代工业最基本的生产细胞。发展生产，变消费城

市为生产城市，离开了工业企业生产的恢复与发

展，是不可想象的。城市解放之初，中共虽然明

确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的总方针，在接管中执行了“原封不动”等接收

原则，最大限度减少了对工业企业的干扰，使工

业企业的生产在较短时间内恢复起来，然而，企

业的生产效率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一方面

是公有制企业内部关系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整，工

人的生产积极性没能调动起来；另一方面劳资冲

突频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与新生人民政权的公

私关系没有理顺。解放之初，城市中的工业企业

包含两类性质不同的企业，即从官僚资本转化而

来的公有制企业和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因此，构

建企业新的生产秩序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调整

公有制企业内部诸关系，调动工人生产的积极性；

正确处理劳资冲突，协调公私矛盾，加强对私营

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

原封不动接管过来的公营企业存在诸多关系

不协调的问题。最为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

工人改善待遇的诉求与现实可能性问题，企业留

用人员与共产党接管干部的矛盾，工人与工程技

术人员及企业职员的矛盾。前两类矛盾是解放后

完成了企业接管新产生的问题。

一般来讲，工人改善待遇的诉求表现为两种态

度：过高的福利待遇要求与传统的雇佣观念。工

人们过高的福利待遇要求一般是源于对翻身得解

放的误解，传统的雇佣观念则是没有意识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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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工人政治地位的变化。实际上，工人改善待

遇的诉求与现实可能性问题，就是工人与企业管

理方的不协调。为化解这种矛盾，陈云多次利用

工人集会场所，阐明企业性质的变化、工人政治

地位的提高，批评旧有的雇佣观念，要求工人要

提高政治觉悟，努力生产，支援前线 [3]20。他明确

指出，改善工人待遇，凡是目前办得到的事，一

定办；另一方面也要靠大家挑起担子，共同把生

产搞好，忍受暂时的困难，建设幸福的将来 [11]275-279。

企业留用人员与共产党接管干部的矛盾，实际

上是新老干部间的相互信任问题。陈云指出，企

业留用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是我们的“国宝”，

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

用他们。这些人都是想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的，

是可以做些事业的 [3]39；对他们应该采取信任的态

度，要看到，绝大多数的技术人员是愿意为人民

服务的，我们要使用他们，不能搞关门主义 [3]26。

陈云也明确要求留用人员要认识到自身的弱点，

放弃对英美资本主义技术的迷信，树立为绝大多

数人服务的思想观念，克服轻视体力劳动的旧观

念。他呼吁老同志必须信任新同志，放手让他们

工作，同时帮助他们克服弱点；新同志要尊重老

同志，教老同志文化和技术。只有双方打破隔阂，

多多了解，才能更好合作，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27-28。

工人与企业职员、技术人员的对立是企业里

原来就存在的矛盾。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

党进入东北不久，就在接管的日伪企业中遇到过

这种问题。为恢复企业生产，支援东北解放战争，

陈云替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了《关于公营企业中

职员问题的决定》。陈云指出，工人是企业中基

本的生产力量，但职员也是企业中必不可少的一

部分。为了提高生产、改造企业，必须使体力劳

动的工人与脑力劳动的职员合作，并发扬两者的

劳动热情和工作积极性。解决企业内工人与技术

人员、职员的矛盾，既要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和

劳动热忱，又要团结改造职员，达到员工团结、

互助的目的。正确的解决办法是开展工人群众的

批评和管理人员的自我批评。职员、技术人员和

生产业务管理人员必须认识到：在人民企业中一

切劳动者都是企业的主人翁。他们应该改变对待

工人的态度。凡是愿意为人民服务、忠于职务、

不做破坏活动者，都应给予其工作机会。与工人

积极合作，在生产业务上获得成绩者，应受奖励。

陈云强调，在人民企业内依然必须有人民的严格

的管理制度，有代表人民和国家的管理人员，其

中有许多是旧的管理人员。这些旧的管理人员依

照企业规则执行职务管理时，其所属的工人与职

员，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必须服从 [11]249-255。

这个决定在 1948 年 8 月 1 日公布实施。其在

化解东北公营企业内部矛盾、调整企业体力劳动

者与脑力劳动者关系、构建新型企业管理关系、

促进企业生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得到了中

共中央的肯定 [7]234。关内公有制企业内部关系的调

整也执行了这个决定。

协调公有制企业内部矛盾，恢复企业正常的生

产经营，这只是构建公有制企业新型劳动管理关

系的初级目标。调整公有制企业的主要工作是，“把

原来官僚资本统治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不合理的

制度，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一系列的改革。这种

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是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实

行工厂管理民主化，使工人亲身感到自己是企业

的主人，而改变其劳动态度，发挥其生产积极性

与创造性”[5]453，建立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适应的

新型企业劳动管理。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以管理

公有制企业的生产经营，这是在 1948 年召开的第

六届全国劳动大会上首先提出的。陈云在第六届

全国劳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阐述了实行企业管理

民主化的必要性，说明了企业管理委员会的大体

构成与工作内容 [11]262。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实

行企业管理民主化，符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

提出的城市工作“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

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

表人物”[1]1428 的思想。1950 年 2 月，政务院财政

经济委员会发出指示，批评一些国营、公营企业

依然存在单凭依靠行政命令来完成生产任务的错

误思想，并部署在国营、公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

员会的工作，要求各地立即认真执行 1949 年华北

人民政府所颁布的《关于在国营、公营企业中建立

工厂管理委员会与职工代表会议的实施条例》；“如

因当地情况不同，须将该决定中所规定之办法加以

变更者，亦应预先呈报本委核准” [5]454。

中共调整公有制企业政策的主要精神还被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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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调整私营企业内部的劳资矛盾上。陈云指出，

私营资本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私营工厂中的工人，有权利要求实行劳资两利，

要求资本家尊重工人的民主权利，遵守人民政府

的法令；但工人也有义务完成生产计划，遵守劳

资双方订立的契约，遵守政府保护私营企业的法

令。他强调，工人不能单从个人来看，要看整体

利益；应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生产 [3]22。为便利

劳资双方进行有关改进生产、提高业务能力与提

升职工待遇等各项具体问题的协商，政务院劳动

部在 1950 年 4 月发出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

会议的指示，明确规定了劳资协商会议的组成、

职能与协商程序等内容，建立了处理私营企业内

部劳资问题的常设机构 [5]598-600。

正确引导私营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

有利于私营企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但是中国民

族资本主义企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

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并不能自然而然地适应因新

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带来的社会经济环境变化。

1950 年初在恶性通货膨胀被制止、社会物价稳定

之后，全国城市出现了私营工商业界经营困难的

局面，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为帮助

私营工商业克服困难，陈云提出帮助私营工厂改

善经营管理，联合公私力量，组织资金周转，重

点维持生产的政策措施 [3]89。针对不同行业，采取

国家拨给原料、私营工厂加工的方式，或者采取

国家对私营工厂订货的办法，有步骤地组织私营

工厂的生产和销售。他明确指出，过去社会上的

生产是无计划的，我们来一个有计划，能集中的

东西统统集中，以便于组织订货。这是逐步消灭

无政府状态的手段。通过这种办法，把私营资本

主义夹到社会主义中来 [3]92。加工订货这种国家资

本主义初级形式的实施，建立起了国家对私营资

本主义企业的有效管理，由此，有计划的城市经

济新秩序初步成形。

三

社会经济是体系构成复杂、各子系统联系紧密

的庞大综合体，而城市经济是社会经济综合体的

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不仅需

要城市内部经济细胞的有效运转，也需要保持与

城市外部联系的畅通。换言之，城市经济的发展

并非孤立的，其建立在与其他经济体系紧密联系

的基础之上。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中国，城市

社会经济则是孤立的，其表现为城乡经济联系的

松散，不同地区间经济联系的分割。20 世纪初，

中国社会陷入了长期的政治动荡，最终演变成军

阀割据的分裂局面，造成了城乡联系、地区交往

的严重障碍。日本军国主义长达 14 年的全面侵华

战争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分裂局面，阻断了中国城

乡间、地区间正常的经济联系。抗日战争胜利后，

这种分割局面并没有多少缓解。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中国城市，尤其是开放城市，国内联系不畅，

但早已被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殖民经济体系中，

与海外的经济联系远高于国内经济联系。这种联系

维持了国内局势动荡、联系不畅情况下城市经济秩

序的运转。城市解放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敌视中国革命，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

割断了中国城市的海外联系，加上国内联系不畅的

局面并不能立即改变，因而，城市经济秩序在解放

后，由于内外联系的中断而陷入混乱。

市场是经济活动的主要舞台，市场秩序是经

济秩序的基本内容。克服城市解放后的经济困难，

恢复城市经济秩序，必须重续国内经济联系，打

破城乡、地区之间的封锁，重建市场秩序。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全国大陆的基本解放，为国

内经济联系的重建提供了政治可能。城市解放之

初，城乡经济联系大体上是单向的，即农村物资

向城市出口的多，城市输往农村的物资少。之所

以出现这种局面，大致原因有二：一是城市经济

在解放前已经崩溃，企业倒闭，生产停滞，没有

多少可以向农村出口的物资；二是近代中国城市

大多数属于消费城市，工业生产能力薄弱，而且

主要集中于轻工业领域。因此，这种局面决定了

解放之初农村出口城市的主要物资是粮食和棉花。

重建城乡经济联系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粮食等生

活必需品和棉花等主要工业原料的输出。

城市解放时间有先有后，其所处的战争形势

也并非一致，因此，城乡经济联系重建的方式也

各不相同。大体上，长江以北城市解放之前就处

在农村根据地的包围之中，正常的城乡经济联系

早已中断，农村根据地一般都为城市解放的到来

做了一些物资准备。城市解放后，农村出口城市

物资的一部分是根据地已经准备好了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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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资则是通过市场来解决的。例如沈阳解放时，

先介绍解放区近来各地的物价表，使商人有底，

敢于开市；为吸引粮食入城，定价高于外地，26
天来粮食源源不断，物价无大波动 [11]271。

关内平津解放后，城乡经济联系的重建也是这

样 [12]，而华南、西南两地区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华南、西南地区的城市解放早于农村地区，国民

党也有一些“应变”准备。城市解放后，国民党

的残余势力退往农村，与农村各种反革命势力相

勾结，阻断城乡交通，对城市实行经济封锁。因此，

重建华南、西南两地区城乡经济联系首先要扫荡

农村的各种反革命势力。广州解放后，因四乡土

匪猖獗，城乡交通断绝，粮食等物资无法运往城

市。广州军管会一方面组织征粮队到各地征粮，

另一方面派出军队剿匪。因军队剿匪收效，城乡

交通已畅通无阻，物资交流甚旺，粮食不断来市，

物价因而稳定 [10]73。贵阳解放后，为解决城乡内外

物资交流，先打通了被阻塞的公路干线，修复被

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的桥梁，恢复传统的商品流通

渠道。从 1950 年 1 月起，在军管会统一安排下，

组织公私车辆，成立运输队，由武装部队护运，

将贵阳土特产运往省外，再运回食盐、布匹和工

业原材料。每次十几辆、几十辆汽车一齐出动，

人民解放军架着机枪开路，往往要经过激战击溃

土匪的拦截，才能顺利通过 [4]624。

江南城市与农村的解放大体同步。其城乡经

济联系受到的冲击不大，基本上没有中断，加上

我国近代工业比较集中于此，上海物价因投机势

力操纵而出现上涨，必然影响到周边城市和农村，

导致粮食等物资大量流往上海。对来自解放区的

党员干部而言，原本存在的城乡、地区间的经济

联系就成为“祸乱”之源，切断这种经济联系的

行为自然出现。上海粮食价格上涨之时，常州等

江南城市的粮食不让运往上海，赣东北对杭州也

是封锁的，皖北、常熟、无锡等多个地区限制粮

食、棉花等物资外运。很多共产党员认为这是“为

国为民”，陈云明确批评了这种行为，指出禁止

自由贸易，看似维护了农民和本地居民的利益，

实际上使城市工业生产不能得以维持，工农产品

价格的剪刀差扩大。其无论对农民，对城市的劳

动人民，还是对国家经济建设，都是有害的。他

要求实行内部贸易自由，指示华东地区不要禁止

粮食运往上海；同时，对限制贸易自由的危害，

党和政府要发布命令，报刊也要写文章，把道理

说清楚 [3]14-15。

为冲破旧观念的禁锢，陈云多次阐述统一财政

经济的必要性。他指出，1937 年到 1948 年我们的

战时财经工作是分散经营的，适应了当时解放区

被分割的情况，获得了极大成绩。进入 1949 年后，

解放战争胜利的迅速扩大，财经工作统一的范围

和程度随之增加。在上海、武汉解放后，仅限于

政策上的统一已经不够了。新老解放地区要实行

财政、税收、公粮、贸易及各主要经济管理部门

的基本统一。他认为，经历了十几年的战争，人

民已经十分困难了，如不作基本统一，则困难程度、

为害之烈将更大；他也承认，实行财经基本统一

管理肯定会遇到许多困难，下级同志可能产生一

时不关心收入、只伸手向上要的情况，但是只要

我们反复说明统一与分散的利害得失，说明革命

者的责任，预防和克服困难是完全可能的 [3]48-49。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 1950 年 3 月 3 日作出

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几个月后召开

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巩固财政经济工作

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的方针，要求“在此方

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在统筹兼顾的

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

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

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

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

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

展。”[13] 陈云领导了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工作的实施，

擘画了城市经济新秩序的初步框架。当时，构建

城市经济新秩序的重点工作是，调整国营经济与

资本主义私营经济的关系，整理城市工商业税收。

在调整公私关系方面，陈云认为，公私“摩擦”

虽然比较尖锐，但是我们的经济优势已经建立起

来了，资本家已无法撼动我们了。因此，我们更

应该注意统筹兼顾，既照顾到我们一边，也要照

顾到资本家那一边。只有在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

顾、各得其所的办法下，才可以大家夹着走，搞

新民主主义，将来到社会主义。他指出，五种经

济成分的统筹兼顾，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进行的。

对于资本家，凡是妨害国计民生、投机操纵、偷

税破坏等行为，都要反对，不能含糊；同时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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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我们自己，要防止吃亏。资本家只讲个人利益，

要防止资本家掠夺我们的利益 [3]92。

为克服财政困难、增加收入，中央人民政府在

1949 年 11 月召开了全国税务会议，决定把城市税

收整理作为重点，在简化税制下主抓货物税、工

商税、盐税和关税等主要收入。税目税率除取消

几种最不合理者外，一般依照国民党规定，适当

扩大货物税征收范围。征税方式，京津解放初采

取的是自报公议、民主评定的方式，收得较多，

中外资本家颇多不满；上海采取的是自报实缴方

式，轻税重罚，收得较少，中外资本家较满意。因此，

今后一律采取自报实缴与民主评定相结合的方式，

既能增加收入又能堵住资本家的嘴。税收整理的

目的是取不伤廉，多数人拥护，适当照顾工人阶

级 [10]54。陈云认为，由于全国税收法令不统一，工

商业税法一个城市一个样，税收征缴的保障在于

组织和工作。税目不宜太多，手续不宜太繁；同时，

应整顿贪污现象，纠正偏向，提高税务人员的工

作责任心 [3]96。

整理城市税收的前提是掌握城市工商业的具

体情况。这项工作一般由城市工商管理局（又称

工商税务局）领导，从筹建工商业联合会入手，

整理商会或行业公会等城市旧有商业团体，通过

对城市工商业的全面普查，重新登记市场主体，

厘清税收征缴对象。成都市组成了有四川大学、

华西大学等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生参加的 31 个调查

组，通过对全市 157 个行业分 3 期进行调查，发

现了大批隐匿的市场交易参与者，摸清了工商税

收征缴对象的具体情况 [4]693。

全国税务会议确立了统一的税制，但并没有制

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各城市依据全国税务会议所

确定的原则精神，废除苛捐杂税，改革和制定新

的稽征管理办法。贵阳市在开征房地产税前，在

全市进行房屋登记和土地丈量；丈量登记结束后

张榜公布，征求意见，三榜定案，造具清册，依

册征缴。对有较大规模的卷烟业，贵阳设置东南、

东北、西南、西北 4 个驻征组，派出 40 多个驻厂员，

一方面协助发展生产、培养税源，另一方面加强

征管、堵塞偷税漏税 [4]634。由于税收原则正确，具

体情况掌握准确，税收办法合理，新税制的贯彻

较为顺利。通过整理城市税收，政府也把加强工

商业管理落到了实处。

城市解放后构建城市经济新秩序，是新民主主

义革命胜利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

分。构建城市经济新秩序的根本目标是改变社会

经济发展的盲目和无序，加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

引导，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有序发展。陈云是

实施构建城市经济新秩序的主要组织者。实践表

明，构建城市经济新秩序的工作是成功的。这期

间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既迅速扭转了国民经济崩溃、

城市经济秩序混乱的局面，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

权，也验证了社会经济管理的新思想，初步奠定

了社会主义新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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